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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Ⅱ② 

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梶 谷 怀 

１．前言 

2012 年秋，在围绕钓鱼岛问题的中日领土之争的背景下，中国发生了

大规模的反日游行。随着游行走向暴力化，众多日企及商家成为攻击对象

并遭到重创，在中国经商已成为“高风险”的代名词。尤其对于日企而言，

在中国进行商业活动承担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此外，今年 6 月份因银行间

市场资金短缺、导致短期利率急剧上调，随后股市暴跌。这一系列问题的

出现，致使本已脆弱的金融系统滑向“风险”的深渊，并引起极大关注。 

在商业领域，不确定性、风险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中国商业活动中

的“不确定性”颇具特色，这与中国自身经济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

中国经济体系的性质与日本大不相同，如果不充分了解其体系构造，那么

很难把握该体系所产生的风险性程度，也无法对该体系做出相对客观的评

价。被誉为芝加哥学派创始人的经济学家富兰克·奈特，对“风险”与“不确

定性”中的可量度做了明确区分。比如，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是可以进行计

算的，而保险在提供赔付时所覆盖的“风险”范围也是能做出客观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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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确定性”正如其字面意思一样，表示无法确定将会发生什么状况

（Knight,1921）。近年来中日关系持续恶化，可以说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甚至中国经济本身已接近富兰克·奈特所言之“真正的不确定性”。本文尝试

以尽量客观的角度，对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不确定”结构进行逻辑性探讨。 

  本文将以现代中国经济中呈现出的 3 个极为严峻的“风险”案例为中心

展开论述，它们分别为：“影子银行”导致信用危机的可能性、地方政府债

务导致财政破产的可能性、政府的经济干预造成的“结构化的不确定性”。

在文章的最后，笔者将对以上 3 个案例中共同存在的“系统与风险的关系”

做进一步分析，考察其所具有的特征、以及该特征与中国经济整体的“不

确定性”之间的关联。 

２．中国版“影子银行”与信用危机之风险 

在中国经济开始呈现减速迹象的同时，“泡沫经济崩溃”“信用危机”等

传言甚嚣尘上。其中，中国版“影子银行”在短时间内备受关注。 

在此之前，由于有关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几近结束的预测广为流传，造

成国际游资大量逆流。此外，银行理财产品（银行资产负债表之外的高收

益率产品）的兑付期限都集中在 6 月末，于是短期金融市场呈现流动性趋

紧的态势。然而正当此时，央行（即中国人民银行）却发行了额度近 20 亿

的票据以回笼市场资金。于是，在 6 月 20 日银行间市场出现了资金短缺。

同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隔夜利率飙升至 13.44%。短期

利率的上涨也给股市带来影响，6 月 24 日沪指跌幅 5.39%，创 2009 年以

来最大单日跌幅纪录。 

据说央行此举是出于中国政府的意向，有意对“影子银行”实施的惩罚

手段。因为中国政府早已对“影子银行”在房地产及大型项目中的过剩融资

提出警告，并认为有必要对其采取一些惩罚措施。那么，中国版的“影子银

行”到底具有怎样的性质，其规模又如何？它对于今后的中国经济来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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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会成为何种程度的风险至因？ 

关于“影子银行”的定义众说纷纭。本文所指的“影子银行”是区别于传

统银行，在银行监管系统之外，发挥一种金融中介功能的机关或者系统。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以投资银行为中心形成了非常发达的金

融中介系统，使得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监管不到的地方，杠杆

率及流动性风险急剧上升。这正是几年前发生的、大家广为熟知的美国次

贷危机和黎曼休克的背景。 

在日本的媒体报道中，关于现今中国金融市场中持续扩大的“影子银

行”将成为中国金融危机的诱因等猜测为数不少。然而，熟知中国金融市场

的专家、其看法并不见得悲观。也就是说，中国版的“影子银行”从根本上

来说，与欧美式“影子银行”存在性质上的差异。 

欧美式“影子银行”的特征在于，投资银行利用商业票据（CP）从市场

借入大量的短期资金，然后通过担保债务凭证（CDO）等结构债的交易来

进行的一种高杠杆率、高风险操作。 

而中国版“影子银行”原本就不以这种高度发展的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

为前提。中国版影子银行的主要形态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被称作“民间

金融”，即非正规金融市场的短期融资，其中包括以 40-60%的年利率进行

高风险放贷、类似于日本黑市贷款的“地下钱庄”；另一类为经银行表外业

务进行的贷款。中国政府对银行表外业务的扩张极为担忧，因此央行在“6

月危机”中的举措正是针对后者。 

“6 月危机”后，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公开发布，作为“影子银行”主要资金

筹集手段的理财产品，其资金额度估计达到了 8.2 万亿元。此外，被喻为

中国政府智囊团的中国社科院也于 10 月 9 日表明，中国经济中的“影子银

行”规模可能已经达到 20.5 万亿元。关于“影子银行”的整体资产规模，在

欧美的评级机构中也存在额度达到 30 万亿元，占 GDP 比重的 50%这一估

算。但是，由于“影子银行”的形态不一，其中相互重叠的地方也为数不少，

因此其真正规模很难掌握。 

那么，“影子银行”破产、并给中国经济带来重大打击这一风险，在实

际中究竟存在多大可能性呢？在中国版“影子银行”的业务中占据压倒性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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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是银行表外业务，它存在很多种模式。其中有一种被称为“银信合作”，

即银行将资产与账目分离、并通过信托公司的协助设立信托计划，向房地

产等大型项目进行投资。原本在中国商业银行法第 11 条及 43 条中，对商

业银行不得从事证券及保险业务有严格规定。因此，银行采取将资金储备

转移到其他平台、并以小额金融资产（理财产品）的形式在银行窗口代售

的方式，以巧妙规避上述限制。 

另一种极具中国特设的模式是“委托贷款”，即金融机构以外的企业，

委托银行将手头的剩余资金以高于常规利息的形式贷给资金不足的中小

企业，银行从中赚取手续费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产生了国有企业以极

低的利息从大型国有银行贷款后，再以资金提供者的身份进行委托贷款而

从中获利的现象。 

由于银行表外业务在商业银行不得从事证券业务的情况下，填补了银

行的间接融资，并起到与证券业务间的中介作用，因此也具有相对积极的

一面（李，2012）。另一方面，对于金融系统来说，即便没有受到像商业银

行那样的严格限制及监管，由于资金来源短期化、资金运用长期化而产生

“期限错配”的情况极为常见，这本身就会带来一定程度的风险。 

这里比较令人担忧的一点是，地方政府利用其包装的挂名公司来实现

借款的所谓“地方融资平台”、在资金募集中的作用不断扩大（参照下节内

容）。而地方政府将大部分借款投入房地产开发项目，造成经济增长率低下

及资产价格下跌，这其中便产生大量不良债权。 

针对这一情况，2013 年 3 月国务院下发了《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

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8 号）》。《通知》中特别强调，对

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即未在银行间市场及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债权性资

产）实行总额限制以强化管理。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在 6 月 7 日发布的《中

国金融稳定报告》中，也明确了对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加强管理的

方针。由此可见，政府当局试图通过行政指导来缩小“影子银行”的规模，

然而成效甚微，也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针对银行间市场资金价格上涨的招

数而出台的应对措施。 

然而，通过融资平台投向房地产的贷款，虽说有一部分可能无法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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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死账，但从现状来看，似乎并未形成立即触发金融系统陷入整体危机

的严峻态势。比如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 7 月 6 日的报道中指出：

银行此前隐藏于账目外的融资被强制要求计入资产负债表内，这一背景是

值得注意的。也就是说，央行看到资产负债表上的融资额度急剧上涨后，

认为有必要采取金融紧缩政策、回笼市场资金，从而造成了利率的暴涨。

因此，央行的举措并不一定是鉴于理财产品或“影子银行”面临破产这一危

机。另一方面，在中国不存在银行国有化这一必要性，政府在决定由谁、

在什么时候、以何种形式来承担损失之前，可以命令银行继续融资。因此，

也有观点认为，即使发生类似于信用危机的事态，也不会造成较大的系统

风险。 

尽管如此，“6 月危机”后，包括日本在内的海外媒体关于中国金融系

统濒临破产的报道铺天盖地。这一现象本身就能说明，以“影子银行”为代

表的中国金融系统中所存在的风险性很难客观评价，并且中国经济已接近

“真正的不确定性”这一理解至少在海外已被广泛认可。 

总之，对于金融自由化来说，存款保险机构等安全网是不可或缺的，

但中国尚未具备这样的环境，如此一来处于当局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

其融资规模的扩大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潜在风险便是毫无疑问的了。同时，

“影子银行”的扩大，也被视作中国金融系统摆脱大型商业银行的寡头垄断、

向基于自由竞争的多元银行系统转型的过渡期现象。今后，在考虑“影子银

行”的风险性时，首先应该认识到其本身在中国经济中所具有的“两面性”。 

３.“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债务之风险 

在上一节中已经提到，地方政府利用其包装的挂名公司来实现借款的

所谓“地方融资平台”，在资金募集中的作用不断扩大，它给中国经济带来

的风险已成为令人担忧问题。“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开始被关注是在黎曼

休克之后。众所周知，当时的中国政府出台了 4 万亿元（相当于 50 万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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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财政投资计划以拉动内需，于是地方政府也被要求量力安排配套资

金。如此一来，今后的中国是否也会像希腊等几个欧盟成员国那样，出现

财政危机表面化的可能性呢？ 

首先来看一些数据。在今年 3 月份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财政

部于 5 日提交大会的报告中显示，2013 年度财政支出预算将达到 13.82 万

亿元（2.2 万亿美元），财政赤字率将控制在 2%左右。另外，截至 2012 年

底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12.294 万亿元，占 GDP 比重的 20%，对于政

府债务率轻易就超过 200%的日本来说，这简直是一个望尘莫及的完美数

据。 

然而，这毕竟只是财政预算内的资金状况。中国的地方财政除了以税

收收入为主要来源的预算内财政收入之外，还存在很多预算外的非税收收

入。在这种情况下，由地方政府发起、并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地方融资平

台”便成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膨胀的温床。就其具体情况而言，比如说政府

作为出资者以“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的名义设立一个融资平台，并通过向地

方银行发行城建债券来筹措市政建设资金；或是将融资平台的股份作为信

托投资产品向证券公司发售，从一般的投资者处募集资金。不论那种方式，

政府都是以土地将来的升值空间作为融资担保，而这种方式极易诱发资产

泡沫。 

地方政府这种风行一时的“金融炼金术”，其实是源于黎曼休克后、中

央政府用于拉动内需的 4 万亿元财政投资计划的实施这一背景。当时，地

方政府被要求安排一定额度的配套资金，但实际上地方政府进行资金筹措

的正规渠道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比如说，在实际情况中地方债是由中央

政府代为发行，地方政府无法自由地筹集资金。然而，以地方政府为投资

主体的“地方融资平台”，可以巧妙地规避上述限制来筹集地方建设所需资

金。 

那么，“地方融资平台”所产生的地方政府债务在整个债务余额中到底

占多大规模呢？2011 年 6 月，国家审计署为了掌握不断膨胀的地方政府性

债务的实际情况，对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展开了大规模调查，并公布全

国地方政府实际债务余额约为 10.7 万亿元，该数据占到当年 GDP 比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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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其中，全国 6500 余家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所产生的债务为 4.97 万亿

元，占整体债务余额的 46.4%。实际上，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数量远不只

如此。据查，截至 2011 年 9 月，全国有 10468 家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其融

资余额达到 9.1 万亿元（《银监会：平台贷原则上不再新增 清理政策步步

紧收》，《南方都市报》2012 年 3 月 20 日）。 

针对此类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国务院早已有所防范，并出台了整顿措

施以控制其规模。首先，2010 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

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提出了整顿债务、对融资平台公司进行

清理规范、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管理和银行业金融机构等的信贷管

理、以及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规担保承诺行为等方针。此后，在 2012 年 3

月，银监会又公布了《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的指导意

见》，该文件要求各银行对融资平台按照“支持类、维持类、压缩类”进行信

贷分类，以严格控制银行面向融资平台的新增贷款。在此严格规制之下，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能就此得到解决吗？ 

其实，为了应对欧洲债务危机带来的不景气，中国政府在另一方面又

表现出容忍地方政府资金需求扩大的矛盾姿态。其典型代表为 2012 年夏

季以来“地方版 4 万亿刺激计划”的启动，而其投资计划总额据说已接近 18

万亿元。在欧洲债务危机持续、世界经济形势不甚明朗的背景下，中国 2012

年第 2 季度的实际 GDP 增长率降至 7.6%，于是中央政府向各地方政府提

出“稳定经济增长”的要求。2012 年 7 月以后，各地方政府便相继公布扩大

内需、刺激经济的大型投资计划作为稳增长举措。其中，省、市级政府的

投资计划总额就达到 16.7 万亿元，远远超过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央

政府的 4 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范，2012）。如此一来，地方政府的实际债务

再次加速演进，到 2012 年底时债务余额甚至超过 12 万亿元，地方政府债

务的风险隐患再度堪忧（《整治地方融资》，《财经》2013 年 1 月 7 日）。 

与此同时，“影子银行”的筹资规模也在扩大。如前所述，中央政府为

了防范地方政府借融资平台扩大地方实际债务，对银行面向地方融资平台

公司的新增贷款作了严格限制。然而，地方政府的公用事业融资并没有停

止，而是通过监管系统之外的“影子银行”来增加资金筹集。但这种方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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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普通银行贷款利息要高得多，因此对于借、贷双方来说都须承担高风险。

2012 年底以来，地方政府通过“影子银行”进行开发项目融资的问题开始被

关注，同年 12 月，财政部针对此现象发出了《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

融资行为的通知》，以示警戒。然而，正如上节所述，该举措并没有收到实

质性效果，“影子银行”的融资额度反而日趋扩大。 

那么，像这种由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引起所谓“财政破产”的风险到底有

多大呢？地方政府实际债务的扩大将在某个时点达到极限、并导致“财政

破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从现状来看，这一可能性并不高。其依据之一

为，现在的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着高增长，具有维持一定程度的财政赤字的

条件，能够满足经济学中的“多玛定理（Domar’s Theorem）”。一般而言，

当经济增长率高于政府债务的利率时，政府可以将现有的债务依次顺延至

下一代，如此一来即使财政赤字稍有膨胀也不会导致财政破产。正如现在

的中国利用挂名公司来扩大实际债务的情形一样（梶谷，2011）。 

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因为某些原因导致经济增长减速，而无

法继续满足“多玛定理”的话，上述乐观的预测便不攻而破。因此，通过地

方融资平台流向房地产市场的大量资金，一旦遇到经济增长减速、“资产泡

沫”被挤破，这些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将面临破产，中国经济整体也会因此遭

受沉重打击，由此而产生信用危机的风险是无处不在的。必须注意的是，

这里所担忧的“信用危机”，是指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破产及大量不良债

权的产生，而并非像希腊那样的“财政破产”。 

现在，中国地方财政的最大问题是，其实际债务的扩大并不是通过“体

制内”的正规渠道产生，正因为如此，即便发生什么，国家财政本身也绝不

会因此而“破产”。因而，给中国经济整体带来风险的“信用危机”，其症结

在于风险制造者——即地方官员，并不直接承受由危机带来的重创，而是

将责任转嫁给了金融系统。如此一来，风险与责任的承担不完全对等，这

将引发典型的道德风险，地方政府实际债务的膨胀也在这一构造中难以刹

车。 

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以及“影子银行”所带来的金融风险，近来受到

强烈关注。笔者认为，在考虑这些问题时，道德风险往往是不可忽视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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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４．中国企业面临的“结构化的不确定性” 

在前面两节中已对“影子银行”和“地方融资平台”做了详细论述。这两

者都是现在中国经济中所存在的令人费解并极具不确定性的典型。对此，

可以由以下两点来说明：第一，这两者的规模（即“影子银行”的融资总额

及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都很难准确把握，因此其风险性也很难估算；第

二，产生上述现象的“系统”与发达国家的情况截然不同，其本身就给人一

种“不透明”、“不确定”的印象，要理解它、并掌握它的特性自然也不是易

事。 

关于以上两点解释，应该是不存在争议的。而且上述所谓“非透明系统”，

其本身存在很多问题、是产生风险的根源。只是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它同时也给至今为止的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在美国学者布雷兹尼兹与莫福利合著的《奔跑的红色女王》（The Run 

on Red Queen）一书中，对处于极具不确定性的中国商业环境下的中国企

业，采取怎样的战略来实现企业发展进行了详细论述（Breznitz and 

Murphree,2011）。 

在中国，政府的权限范围及政策目标的界限极其模糊，政府经常肆意

干预民间企业的经济活动，政府方针政策的变动也时常给企业带来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很难进行高风险的研究开发投资。从常识来判断，这

一状况会造成用于技术革新的设备投资严重不足，持续性经济发展将难以

为继。 

但该书的作者却不以为然。书中提到，尽管高风险的尖端技术开发不

太活跃，但对现有技术的改进、并使其脱胎换骨的“第二代创新”一直在不

断推进。该书的题目“奔跑的红色女王”来自于《爱丽丝镜中奇遇记》，其意

思表示要停留在原处就必须不停地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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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普遍认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基于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制

造业中心，与“创新”相距甚远。但是该书却提到，像华为、中兴通讯、腾

讯等中国 IT 业的龙头企业都集聚在此，由这些企业主导的在既有技术基

础上的再创新，并不亚于北京、上海等创新枢纽。该书还指出，2007 年珠

江三角洲一带的深圳、东莞等地区持有的专利数量占全中国的 7.4%。 

在技术创新不足的前提下，高比重的高科技产业出口原本是很难实现

的。尽管中央政府要求企业进行创造性革新，但上述 IT 龙头企业仍旧回避

尖端技术开发，从而避免政府产业政策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也就是

说，它们并不在生产层面进行高端化革新，而是通过成本较低的技术改良

这一经营方针来实现业绩的增长。该书同时强调，以“追赶”最新技术为目

标的经营战略，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小企业中广为渗透，像这种小规模

的产业集群反而能利用其固有的纽带关系实现高效生产。 

该书得出的结论是，“第二代创新”引发的竞争，是地方政府和当地企

业在面对中央政府变幻莫测的产业政策所产生的“结构化的不确定性”时，

进行联手对抗的结果。而这种“结构化的不确定性”既与中国传统的中央-地

方关系及地域经济的多样性有关，同时也是全球性的生产分工细化的产物。

前者是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限范围不明确所造成，那么后者又

表示什么意思呢？ 

这与新兴国家的工业生产依赖于从先进国家引进高新尖技术这一模

式的改观有重大关联。伴随供应链的全球化及零部件生产的模块化，对于

制造业来说，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已不在于尖端技术的创新，而是逐渐转

向如何以低廉价格获得半成品的供应。 

根据丸川知雄的研究（丸川，2007），现在的中国制造业，主要通过半

成品市场细分化、及众多企业参与的“垂直分裂”的不断反复，来降低物流

供应链成本，以提高生产能力。其最近的研究中（丸川，2013），以制造商

竞争极为激烈的广东省手机产业为例，介绍了中国最前沿的企业间分工细

化流程。在日本的制造业中，产品的策划与设计、组装、电路设计、软件

开发、基板制造、零部件采购等都是由同一个企业来完成，而在中国这些

流程分别由数个企业独立担当。由于分工的细化，准入壁垒变得极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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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市场也自然在激烈的竞争中极力降低生产成本。 

此外，美国与新兴国家中国间的所谓国际收支不均衡、即“全球失衡”

现象日益显著，造成全球流动性过剩加剧。如此一来，对于新兴国家而言，

正如冷战时期一样，使用外汇从发达国家购买先进技术的必要性相对降低，

这种情形也可以借用丸川的“垂直分裂”一词来形容，因此通过分工体系的

革新来提高生产力已日显重要。由于全球市场的整合，中国面向美国的制

造业输出在持续扩大，毫无疑问，这对于维持“垂直分裂”式的生产成本递

减局面是非常有利的。 

实际上，像这种由“第二代创新”支撑起来的民间企业的蓬勃，与本文

此前论述的“影子银行”和“融资平台”的发展情况具有共同之处。在面对由

僵硬而疲敝的现行体系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之时，民间企业和地方政府开始

利用现行体系的漏洞一点一点地展开活动，于是形成了所谓的“自发性市

场秩序”。若从否定的立场来看待中国经济现状的话，中国所存在的这种“自

发性市场秩序”，只不过是其在无法顺利导入发达国家的高效系统时，用以

敷衍了事的产物。因此，从悲观者的预测来看，只要这种敷衍式的体系继

续发展，中国经济迟早会面临无尽的风险，并惨痛地走向崩溃之途。 

然而，如果以肯定的立场来认识中国经济中的动态体系的话，则会形

成如下相对乐观的见解：即使现行体系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各企业或地方

政府通过其灵活应对而形成的新型“自发性市场秩序”，会暂时维持中国经

济的增长。 

上述观点的对立，反映了评论者在认识中国社会、以及在中国社会环

境下展开的经济活动时，主观价值观上的不同。因此，可以说这种对立是

难以消除的。可能正是因为存在这种价值观上的对立，所以中国经济被看

作是一种很难进行客观评价的、不确定性的东西。 

 

 

 



 
 

68 

 
 

５．结语：通过“非预期系统”形成的活力 

正如前言所述，“影子银行”导致信用危机的可能性、地方政府债务导

致财政破产的可能性、政府的经济干预造成的“结构化的不确定性”，这三

个风险案例之间实际上存在一定的共性。 

首先，这三者都属于与“系统”危机有关的风险。不仅如此，它们呈现

风险的模式也是一致的。在这三个案例中，都存在中国最初所采用的僵硬

而低效的系统，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发达国家所采用的更高效的系统。政府，

更确切地说是中央政府，在面对前者的弊病及其所带来的风险时，通常会

以后者的高效系统为目标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这种以后者完全置换

前者的改革，往往难以进行得很彻底。在弊端重重的僵硬系统被逐渐取代

的过程中，处于下层的改革实践者、即各个企业和地方政府通过渐进改革，

便形成了一种预期之外的系统。 

这里所说的“非预期系统”便是指现今金融市场中存在的“影子银行”，

以及地方财政中出现的“地方融资平台”、制造业中产生的“第二代创新”式

增长模式。对于这种以“非预期系统”取代既有僵化系统的中国模式，持肯

定态度还是否定态度，从根本上取决于如何认识中国经济中的“不确定性”。 

从否定的立场来看的话，原本以高效系统为目标进行的改革无法顺利

推进，结果被“非预期系统”这种“仿造品”所替代，中国经济中的风险正是

存在于此。因此，只要“非预期系统”的导入一直持续，中国经济迟早会面

临这种伪造系统也难以应付的风险，从而走向崩溃。另一方面，从肯定的

立场来认识“非预期系统”的话，也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即使现行的“非

预期系统”功能不健全，并且高效系统又没能成功导入，实践者还是会通过

自身的灵活应对来形成另一种新的“非预期系统”，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安富步（安富，2000）及黑田明伸（黑田，

2003）关于市场经济中“货币（交易）”与“信用（交易）”的讨论，对于本文

所考察的问题也极富启发性（梶谷，2003）。 

安富认为，“货币交易”与“信用交易”这两个概念一般很容易被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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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两者从起源到功能都是完全不同的。“货币交易”是利用普遍能被

接受的交易媒介、来摆脱“欲望的双重一致性”困境的交易方式；而“信用交

易”使用的是“立刻还击（信赖对方并进行交易，对方一旦背信弃义自己也

采取同样的行为）”战略，是针对固定的个人，通过“信赖”对方并效仿其行

为来达到相同目的的交易方式。 

此外，安富还利用计算机模拟的结果指出，在“货币交易”市场中，参

与者数（N）的增加不会影响交易的稳定性；而“信用交易”的情况则不同，

N 的增加，使碰到可信赖的交易对象的概率降低，交易的风险性也会随之

增大。 

黑田（2003）的研究则以“当地货币”与“结算货币”之间的非对称性为

切入点，从历史的视角阐明了中华帝国的货币系统区别于西欧各国的特征。

也就是说，针对当地货币与结算货币之间的非对称性所产生的流动性紧张，

西欧各国与中华帝国采取了对比鲜明的两种应对方式。简而言之，西欧各

国的方式是，通过商人间债务的多方结算来节制交易中当地货币的使用；

而中华帝国的情况是，国家并不确保当地货币和结算货币之间的可兑换性，

铜钱作为当地货币继续使用，并根据需求的变动而采取灵活地应对方式。 

无论是安富的理论性探讨，还是黑田的历史性考察，他们的结论对于

理解现今中国经济中特有的“风险”模式都是极具启发性的。比如说，现在

的中国制造业，基本处于小规模零部件企业或产品生产者等同行间展开激

烈价格竞争的状况；同时产品质量、货款支付等企业间的相互“信用”总体

来说较低。用安富的理论模型来分析现在的中国制造业的话，即市场参与

者数（N）过大而导致“立刻还击战略”难以有效运行，“信用交易”风险随之

增大，因此形成“货币交易”相对占优势的对应状态。 

“货币交易”相对占优势的典型经济案例，在被称作“杂种币制”的民国

时期复杂的货币制度中也能发现。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货币制度中，有从

海外流入的“洋钱”，有中国政府铸造的袁世凯银元及各式各样的铜钱，也

有各省官钱银号发行的官帖，还有与军阀有关联的地方银行发行的铜元票、

小洋票等各类纸币，这些形态各异的货币分别在不同地域流通使用，并且

相互之间形成了复杂的行情，因此被理解为“杂种币制”或者是“货币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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紊乱”。 

这种在一国之内多种货币同时流通使用的复杂系统，被当时的日本人

认为是毫无可取之处的“紊乱系统”，它确实是一种使兑换成本增大的低效

系统。然而它却具有另一优点，即系统内外产生的冲击或恐慌难以扩散（安

富，2013）。这是因为，只要系统中某处存在矛盾，该矛盾会立刻呈现，其

功能则会迅速被其他机构所取代。因此，也可以说，类似于“杂种币制”的

特性及其产生机制，与现代中国经济中时常出现的“非预期系统”之间，存

在诸多共同点。 

归根结底，中国经济利用“非预期系统”形成的活力机制克服了此前的

所有困难，在面对今后更为严峻的、甚至是史前规模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所

带来的风险时，它仍然具备一定的强韧性。关于此点，今后有待进一步考

察。 

（邹灿 译） 
 

参考文献 

梶谷懐：「黒田明伸『貨幣システムの世界史－＜非対称性＞をよむ』をめぐ
って」，『現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 13号。 

梶谷懐：『「壁と卵」の現代中国論－リスク社会化する超大国とどう向き合
うか』，人文書院 2011年。 

加藤弘之：『「曖昧な制度」としての中国型資本主義』，NTT 出版 2013 年。 
黒田明伸：『貨幣システムの世界史－「非対称性」をよむ』，岩波書店 2003

年。 

丸川知雄：『現代中国の産業－勃興する中国企業の脆さと強さ』，中公新書
2007年。 

丸川知雄：『チャイニーズ・ドリーム－大衆資本主義が世界を変える』，ち
くま新書 2013年。 

范小晨：「中国における地方財政収入の伸び鈍化と地方版 4 兆元投資計画
による政府債務増大懸念」，BTMU China Economic TOPICS, 2012, No.43. 

安冨歩：『貨幣の複雑性：生成と崩壊の理論』，創文社 2000年。 

安冨歩：「銀銭二貨制」，岡本隆司編『中国経済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13

年。 

李立栄：「中国のシャドーバンキング（影子銀行）の形成と今後の課題－仲



 
 

71 

 
 

介の多様化と規制監督の在り方」Business & Economic Review, 2012.7. 

Breznitz, Dan and Michael Murphree , Run of the Red Queen: Government, 

Innovation,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Knight,Frank,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Houghton Mifflin, Boston, 1921. 奥隅
栄喜訳：『危険・不確実性および利潤』，文雅堂 1959年。  

 

 


